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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估将成为政策决策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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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生物多样性持续减退的趋势，推动政策和科学之间的互动。2012年成立至今构建了概念模型，确定了2014–2018间的工作方案。分析IPBES工作方案的4个目的和相应交付成果可以看出，通过推出不同专题评估报告，将为全球提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新问题，给生物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谈判和履约提出新挑战。而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评估报告的推出，可能通过持续积累效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使生物多样性问题迅速政治化，形成科学驱动政策决策的趋势。应对IPBES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谈判，我国需要制定深入和持续参与其国际过程的策略，需要通过培养和推荐专业水平高且政治敏感的专家，参与IPBES评估报告的具体工作，从科学层面影响评估结果，把握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政策决策动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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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 a facilitator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scientific assessment on global policy decision making for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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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was created with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long-term human well-be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ed in 2012, IPBES has evolved fro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 solid institutional platform with a 2014-2018 work plan. IPBES has four main objectives with expected outputs. The outputs of IPBES will be a series of thematic assessment reports to explore new issues in the field and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guide policy formulations a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addition, IPBES’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reports at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will demonstrate challeng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media, and governments, which will further drive policies towar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friendly practices. Therefore, IPBES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that provides knowledge to suppor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ina, as an important member in IPBE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ventions, should adopt a concrete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ategy to the international processes and negotiations.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policy-sensitive scientists to participate the IPBES’ scientific activities to make ou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efforts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our nation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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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根据全球环境监测网的数据提出，生物多样性持续减退已成为气候变化后的另一个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环境问题[1]。国际社会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达成了以《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但这些国际公约既无硬性约束指标，亦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机制，履约情况差强人意[2]。根据2010年发布的第三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全球并没有达到“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保护战略目标[3]。究其原因，科学对政策的支持不够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主流化，是2010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未达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认识，以科学结论推动政治行动的想法应运而生[4]。
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议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为科学界和政府决策者之间搭建一个联系平台，促进科学知识向政治决策的转化，并在2012年正式成立了名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简称平台）（http://www.ipbes.net）.其决策机构是“全体会议”(Plenary)，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均可加入，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申请成为观察员。IPBES现有124个成员国。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12年10月正式加入IPBES，每年捐款40万美元。
IPBES的建立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认知，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催生更多国际政治决策，并在政治博弈中加入科学筹码，从而使国际谈判形势更趋复杂。
1  IPBES的概念框架和工作框架
   2012年2月正式成立的IPBES，拟为生物多样性领域所有国际公约提供科学支持。其核心职能是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定期评估，促进知识创新，支持政策制订与执行，并进行相关能力建设[5]。与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的运作方式相类似，IPBES拟通过科学评估报告，督促国际社会制定相应政策，解决生物多样性减退的全球问题。评估工作由专家完成，评估报告经由政府审定后正式发布。
截止目前，已召开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对IPBES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框架，IPBES概念框架［6］和《2014年－2018年工作方案》[7]。
概念框架模型以IPBES提出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的长远福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基础[7]，把自然、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福利和优质生活三元素作为关键要素，分析三要素的内涵、表征指标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了概念框架[8]。
概念框架是一个描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复杂互动关系的高度简化模型，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显示，制度和治理体系等作为驱动因素影响着其它各要素，也是形成人为直接驱动因素的根本原因；社会对良好生活品质的设想，直接对人类的消费方式、价值观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它要素；制度和治理体系等其他间接驱动因素还会影响自然和人力资产的相互作用和相对平衡，而直接驱动因素则直接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影响自然与自然提供给人类福利。此框架尽量将不同知识体系统一，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的讨论基础，以协调和实施IPBES商定的生物多样保护行动机会。今后设计的不同活动，既会针对与该活动相关的具体知识体系，也会将其放在总体概念框架中予以考虑。
基于这个概念框架，IPBES设计了第一份工作方案框架，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4–2018年工作方案框架，并在2013年1月于德国波恩召开的IPBES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7]。工作方案包含四项跨领域目标，并通过一系列交付成果实现平台设定的工作目标。目标1为平台的基础，其交付成果是通过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形成专家和机构与科学政策的互动过程，以促进目标2和目标3的落实。目标2和目标3是平台产出科学成果的主体，将提交不同尺度内（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和跨尺度的综合评估报告，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不同主题的专题评估报告，其评估结果将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问题及其原因，以支持不同类型和不同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护行动。目标4是要建立与各成员国、多边环境协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成果交流平台，也将针对相关方提出的不同评估请求做相应的回应。2014–2018年工作方案中的四个目标，相互联系、相互依托，期望在IPBES总目标的指导下实现IPBES职能[7]。
到现在为止，平台已经完成了专题评估“传粉、传粉者和粮食安全”的评估工作，评估报告进入专家审核阶段。其它的专题评估，如“土地退化和修复”、“外来入侵物种”、“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设想方案分析和建模的政策支持工具和方法”以及“生态系统价值的不同概念、政策支持工具和方法”等评估报告，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而直接服务于区域生物多样保护的区域评估，也从2015年8月进入实质阶段。
2  IPBES发展态势及影响
根据IPBES的运作机制，其评估报告均由各国推荐并经认真筛选后的专家独立完成，最终报告在各成员国政府批准后才能发布，这一报告的撰写、评审、发布程序决定了其科学、权威属性，使其势必成为生物多样性领域各公约开展谈判的科学基础。
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科学信息来源，IPBES的评估报告可以预期会引起全球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如工作框架的目标3，就是为了在适当尺度识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新问题[7]。一系列的评估报告，势必提出现在还无法预料甚至引起轰动的生物多样性新问题；定期发表的区域或全球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如IPCC的系列报告一样，形成累积效应，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驱动生物多样性全球进程的加速。
与IPCC一样，IPBES不独立开展研究工作，而是由各专业领域专家对全球已发表科学成果的再加工和提炼。生物多样性领域科学研究的南北差距较大，现有科学成果的产出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如在科学引用数据库（SCI）中，过去二十年所发表生物多样性领域研究论文7万余篇，其中80%来自欧美国家。因此IPBES产生的评估报告不可避免会打上发达国家烙印，且此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
3  我国应对IPBES的优势与挑战
IPBES的这一发展态势，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研究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国深入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治理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IPBES的谈判及相关的政策影响，我国既具有作为其最初成员国的优势，也面临着在科学研究、国际规则引领等方面的挑战。
首先，IPBES尚属起步阶段，我国在建章立制阶段已成为其成员国，有利于我国对其积极施加影响，引导有关进程；其次，通过我国科学家参与IPBES评估工作，提高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能力，带动国内生物多样性领域科学研究。 
然而，当前平台建设进程中南北失衡尚十分明显，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仍将主导进程。特别是在评估报告的编写过程中，由于美欧国家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较多，因此为评估报告提供了更多的科学支持。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提供足够数量的、科学而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据下，才能确保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才能维护本国的生物多样性利益。 对于我国来讲，虽然我国国际影响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加上较高的生物多样性优势和相对突出的研究，可能在IPBES平台获得主动权，但对国际规则的引领尚需时日；随着平台影响日趋加大，依据评估报告结果，势必加速生物多样性领域全球治理进程，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面临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压力；另外，美欧等发达国家可能借平台专题和区域尺度的评估结果，推动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难以推动的议程，如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使我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框架下的国际谈判面临更大压力。
4  IPBES背景下我国生物多样性谈判和履约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管理和研究部门，应该认识IPBES给我国生物多样性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从以下几方面，持续深入地参与IPBES工作和进程，使平台成为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1）作为大国，我国应深入参与IPBES工作，积极对其施加影响。通过加强对IPBES架构和规则的研究，组织并推荐专家持续深入参与IPBES进程，参加不同专题和亚太地区的评估工作。同时，我国可以适当贡献我国正确的数据和知识，使得监测数据等更多纳入国际视野，在影响评估结果的同时，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
（2）我国政府应该鼓励相关专家积极参与此类科学-政策的研究工作。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为平台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另一方面，可以确保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因此，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政策-科学研究，可以提高专家的政治敏感性；鼓励专家参与IPBES评估活动，可以使科研人员了解国际学术的最新动向，从而使我国生物多样性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如此，我国便储备了可以在未来长期、深入地参与IPBES活动、引导相关进程的科学人才。
（3）我国政府应重视IPBES评估报告的编写过程，对评估报告进行细致地研究审核。IPBES评估报告需经政府认可后才能正式发布，应加强国内生物多样性相关部门的协作，认真研究审核报告内容，防止评估报告对我国在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谈判产生负面影响。
（4）IPBES的评估报告具有科学与政策的双重前瞻性，因此，我国应加强IPBES评估报告的成果转换，推动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及生物多样性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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